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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德富

枝江有史可查的县志出现在明代，明代曾六修县志，但因为战乱等原因，均

已无存。乾隆年间的荆州知府邓士灿在给乾隆版《枝江县志》作序时曾讲到“有

明关、成、柳、董、周、钱诸公先后编辑，已尽付劫灰”。现存的四部县志均是出自

清代，依次为康熙九年版、乾隆五年版、道光八年版、同治五年版。四部县志各有

特点，但就整体质量而言，同治版《枝江县志》要高于前三部。一则这部县志是

在前三部县志的基础上编修的，它吸纳了前几部县志的许多成果；二则编纂者熊

文澜、王永彬等是著名学者，治学态度严谨，学识水平高。仅就文字量而言后者

就远远超过了前三部。康熙版县志约九万字，乾隆版县志约十一万字，道光版县

志约十六万字，而同治版县志多达六百多页，二十二万字。枝江市史志办在四部

县志中首选同治版整理，这是很有眼光的。

一

古籍整理，最基础的工作就是将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并断句标点，本县志的

整理也不例外。忠于原书，把字认准，这是我们追求的第一目标。虽然我们所依

据的版本为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但仍有字迹模糊甚至残缺掉字的地方。对此，

我们先是看同治版县志的其他藏本。同治版县志清代时曾几次重刊，不同藏本的

清晰度不一样。其次是参校康熙、乾隆、道光版的《枝江县志》和光绪版的《荆

州府志》等。因为同治版县志的不少内容，上述方志也有记载。比如杨际春的《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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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版有多处缺字，而康熙版却完整清晰。再次是查阅其他古籍。有的传记资料

来自二十四史，有的诗文来自相关作者的作品集。查阅这些古籍，可明白缺漏模

糊的是哪些字词。上述方法也无法解决的，我们只能遗憾的用“□”代替了。需

要说明的是，异体字一般不保留，直接改为本字，原刻本中明显的错刻字直接改正，

不加注释说明，以避免增加注释量。不同版本的用字差异尽量罗列出来。比如明

代徐泰《枝江道中》一诗中的“挂帆烟雨里，惆怅入川船”的“入川船”，《明诗

综》和同治版《枝江县志》均作“入川船”，《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作“入江船”。

像这种情况一般在注释中作说明。

志书的断句难度远超一般诗文集的断句。诗文集的作者，其生活、学养的范

围都是一定的，所写内容相对窄小，而一部县志包罗万象，真是上至天文，下至地

理，中及人文。比如，《周礼》《左传》等先秦典籍被广泛引用；礼仪祭祀，程序复

杂，文字艰深；对话许多缺乏标志；生僻典故时时出现等。这一切，对我们的断句

造成了极大困难。尤其是我们是业余研究，常感力不从心。好在我所在的单位枝

江一中集中了大量文史素养较高的老师，我所教的学生不少是从事文史研究的，

我所结识的“宜昌文史”等朋友圈中能人众多。通过与他们交流探讨，大多疑难

问题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二

现在各地的县志整理，较常见的有两类：一是将原书扫描重刊，保留原书原貌，

不做其他处理；二是将繁体字变成简体字，并断句标点，重新排版印刷。但我们

觉得仅此似乎还不够，还不足以充分发挥古县志在今天的多方面的作用。因为原

版书好多人看不懂，仅断句标点的整理本能读懂的读者仍然有限。因此，我们尝

试给原文作注，并补充丰富史料。

注释的目的当然是帮助读者读懂原文。是否出注，何处出注，主要考虑读者

的需求。如果能根据上下文推出大致意思或一般工具书可查的词语就少注，否则

详注。典故，尤其是那些不太常见的典故一般都加注，因为查阅典故，如果方法

不当，往往会无功而返。

上述做法旨在让读者把县志原书读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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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我们觉得一个好的县志整理本，既要让读者把县志原书读懂，还要帮读者拓

宽视野，进而对该地区的历史有更多更全面的了解。为此，我们通过在注释中引

用和另设“增补史料”专栏，来大量丰富史料。原书只有二十二万字，现在整理

本达到了近六十万字，其中主要就是增补的史料。

增补的史料主要来源于如下几种：

（一）另外三部枝江古县志

这次虽然是整理同治版县志，但考虑到另外几部县志何时整理很难确定，于

是我们便把另外几本县志中与同治版县志记载有关联的内容收录了部分进来。引

用康熙版县志有 50多处，仅“增补史料”所收录的完整的作品就近 30篇，引用

乾隆版县志 90多处，引用道光版县志有 10处。做到了一本在手，四志皆知。

同治版县志虽然整体质量高于其他几部县志，但另几部县志也有自己的特点，

比如康熙版县志设有“实政录”栏目，专门记录当朝官员的政绩，其他县志就没有。

那些实政录往往篇幅较长，记载翔实，并且有不少是署名文章，诸如《周邑侯实

证记》《田侯治枝江实政》《三韩曲侯治枝江实政》《李侯治枝江实政》《秘侯治枝

江实政记》等。对康熙前后的其他这样人物也记得详细，有时一个人就是一篇长文，

比如，关于杨际春，同治版县志只说他“尝私辑县志，司李某称之”，但司李某如

何称赞却不见记载。我们在康熙版县志所收的《杨震生夫妇合传》一文中不仅看

到了司李某称赞的原文，而且看到了杨际春及其妻子的全部事迹。（见“增补史料”）

其实后来的县志不少内容就是根据康熙版县志这些一手材料改写而成的，那已是

二手资料了。而乾隆版县志有两点是其他县志不具有的：一是有更多的细节。比

如关于嘉靖八年的知县高公夏，同治版县志只说“嘉靖三十二年知县董燧详请入

祀名宦”，而乾隆版县志将董燧所写的申文都收录了：“卑职自莅任以来，访求前

烈典型，俱在尽称小峰贤侯，惠政恒存，真吾枝江父母。六年，初志不变，一邑百

废具兴。作宦有声，致政以礼，云云。”二是他不避讳，不隐恶。官员贬官原因均

有交代，还暴露了部分官员的丑行。比如顺治五年知县李花白，同治版县志记载

的都是正面信息，而乾隆版县志却有一篇长文记载了他谋杀债主的丑闻。（见“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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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知县”注 [4]），这样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人。官员之间有矛盾也写，比如康

熙二十五年的典史李继纲，同治版县志只记载了他的任职时间，而乾隆版县志还

记录了他离职的原因是“与令龃龉，假丁艰回籍”。道光版县志将“进士”“举人”“贡

生”等分类列举，十分清晰。

（二）荆州府志、湖北省志

按理说，府志、省志的史料是来自县志，但事实却并非尽然。一则，最后一部

《荆州府志》是编纂于光绪年间，同治五年之后的资料，府志有可能记载而县志就

不可能有了。比如同治版县志的“采访”黎定嵘，编纂同治版县志时，他还是一

个贡生，就没有他的生平记载。但此人后来为枝江捐资做了很多善事，光绪版的《荆

州府志》就专门为其立了传。省志的信息来源不止县志一个渠道。比如，同治版

县志收有当时的河道总督朱光祚的《三公堤碑记》，是一篇记载修筑澌洋洲堤的

文章，但对作者却没有一字介绍，而《湖广通志》却有对此人的介绍。朱光祚是

朝廷要员，又是湖北（江陵）人，省志是不能不关注他的。

（三）外地相关方志

枝江有人在外地做官，外地有人来枝江做官。查阅相关地方的方志对我们了

解这些人的生平事迹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我们花了很大精力来做这项工作。先

后查阅了《岐山县志》《渭南县志》《平湖县志》《临晋县志》《房县志》《当阳县志》

《远安县志》《黄安县志》《重修上高县志》《东湖县志》《宜都县志》《含山县志》《余

姚县志》《庐陵县志》《怀柔县志》《祁阳县志》《松滋县志》《淳安县志》《永定县志》

《长葛县志》《番禺县志》《汝阳县志》《东乡县志》《绩溪县志》《故城县志》等近

百种县志，查阅了《东昌府志》《松江府志》《黄州府志》《吉安府志》《苏州府志》

《瑞州府志》《宜昌府志》《严州府志》《九江府志》《处州府志》《徽州府志》等数

十种府志，以及《湖广通志》《江西通志》《四川通志》《云南通志》《陕西通志》《湖

南通志》《云南通志》《重修安徽通志》《广西通志辑要》《福建通志》等通志。

有人多处为官，我们还不厌其烦地多处去查阅。比如为了弄清枝江乾隆进士

宋楚望这个人物，我们先后查阅了光绪《丹徒县志》、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光

绪《续纂句容县志》、嘉庆《松江府志》、嘉庆《扬州府志》、民国《镇洋县志》、嘉

庆《直隶太仓州志》、嘉庆《重刊江宁府志》、乾隆版《当阳县志》、乾隆版《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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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乾隆版《武进县志》等大量方志。

（四）相关人的作品集

县志记载的不少人有作品集传世。比如熊文澜有《熊氏文集》、王永彬有《桥

西山馆杂著》八种、《桥西馆诗钞》，宋楚望有《公门果报录》《海塘纪略》，陈德

荣有《葵园诗集》，秦武域有《闻见瓣香录》《笑竹集》，雷思霈有《蓬池阁遗稿》

《雷检讨诗集》，顾彩有《容美纪游》，朱锡绶有《沮江随笔》《疏兰仙馆诗集》，张

盛藻有《笠杖集》《三雁纪游》等。

其中不少作品的内容都与枝江有关。有的在同治版县志有选录，比如康熙末

年的枝江知县陈德荣有《枝江杂咏三十首》（《葵园诗集》作“枝江杂咏二十首”），

但县志只选了二首。为了让读者对陈德荣的这组诗有全面了解，我们便从《葵园

诗集》把其余的诗找来，放在“增补史料”中。再比如乾隆四十三年秦武域在任

期间修建福亭，同治版县志收录了他的《福亭成》，同治版县志还收录了当时的湖

北学正吴省钦的《福亭》，但县志并未介绍这两首诗歌之间的关系。我们从秦武

域的《闻见瓣香录》找到了一篇名为《福亭》的杂记：“福亭，在湖北枝江县福山上，

余所建也。山有福星庙，庙前一峰突兀。结亭其上，楚山蜀江，尽入眼底，诚胜地也。

暇日宴饮赋诗。学使吴公白华省钦闻之，寄题。”我们将这段文字放到了吴省钦《福

亭》诗的注释中，读者就能清楚地知晓两诗的写作背景。王永彬先后两次参与县

志的编写，他的《桥西馆诗钞》中有大量诗歌与县志内容相关联。比如，同治版

县志记录了一个“贞女”邓大姑，王永彬的《桥西馆诗钞》有一首《贞女行——

为邓大姑作》的诗，其内容比县志详细得多。

（五）古代诗文选本

在明清之际，一些诗文选本选了与枝江相关联的作品，比如《湖北诗征传略》

《楚风补》《湖北诗佩》等，这些书都纳入了我们搜寻史料的视野，并从中找到了

大量的内容放入注释和“增补史料”中。

诗文是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思想情趣的，是能走进人物灵魂深处的文字。将相

关诗文放入注释或“增补史料”中，就能让这些作古的人重新变得鲜活起来，那

些抽象的名字就会变成血肉丰满的人物。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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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官员奏章、朝廷档案

有些官员，特别是明清时已有一定级别的官员，朝廷档案中多多少少有些记

载。尤其以《明实录》《清实录》所收集的信息量为大。比如《明太宗文皇帝实录》

就收有永乐乙未同榜进士田原庆和龚英的史料。还有官修一统志。诸如《大明一

统志》《大清一统志》等都记载了枝江的相关信息。

官员奏章类的文章以往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最近几年随着古籍整理的范围

不断扩大，相关官员的这类著作也得以与公众见面，我们也有机会看到一些以往

不知道的重要信息。比如嘉庆年间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枝江宜都一带是一个重要

的活动基地。县志在“兵燹附”这一部分用了 500多字的篇幅来介绍。这个篇幅

与庆桂《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一书的相关章节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我们收

进“增补史料”中的节选部分就有 2500多字，非常详细的记录白莲教在枝江宜

都被围剿的过程。这份资料为深入研究白莲教在枝江宜都一带的活动提供了重要

的依据。

（七）家谱族谱家族文集

家谱类文献的史学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其在地方志整理

过程中的价值和意义更是显得突出。一部县志，记载的人物众多，不可能对每个

人都用很长的篇幅来详细记载，而县志中有记载的人在那个家族中地位往往就显

得举足轻重了，家谱中记载的篇幅就可能较长，记载的内容就可能较详细。像“增

补史料”中所收的《曹廷镐传》《诰授朝议大夫同知衔马君家传》《敕授修职郎宜

山公传》等均是如此。民国《熊氏文集》中有近两万字的《春帆公行述》，从这

个篇幅就不难想象其叙述的详细程度（因篇幅过长，“增补史料”未收）。我们从《熊

氏文集》中还找出了志书上从来没记载的丹阳书院的楹联匾额、部分老师学生的

姓名等资料。

不仅如此，有的家谱中还保留了一些与县志所收资料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更为

重要的史料。比如百里洲凤梁《王氏族谱》收录有一篇《敉功田氏七十岁寿序》，

作者是康熙初年的刑部郎中、山西学政胡在恪。这篇文章详细记录了明末清初荆

楚一大批青年儒士在荆州郡城和百里洲的交游创作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

当时的百里洲凤梁一带简直就是一个荆楚的文学创作基地。这篇文章还能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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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百里洲明清以来直至今天人文昌盛的原因。在王敉功资助的人中，我们现在

能查到的进士就有四人，还有一大批举人贡生。其中毛翼公和杨武城因为敬佩王

敉功夫妇的为人，晚年干脆将家也搬到了王敉功家附近，在百里洲办学授徒。而

他们的高足又教授下一辈生徒，代代相传，影响百里洲，影响江北，影响整个枝江。

当然，得出这个结论，还得益于其他家族族谱的佐证，比如曹家河《朱曹家乘纪世》

明确记载枝江历史上的大儒曹廷镐“及长，从毛翼公、杨济川两先生游”，仙女横

店《枝邑马氏族谱》明确记载江北望族马大袒的父亲“少从邑名宿曹桂圃先生游”。 

曹桂圃即枝江名人曹湘莲，是曹廷镐的孙子，也是曹廷镐的学生。

比如谢丕绩在道光时曾重修县志，但重修的背景及具体过程，道光县志却并

未作介绍。而我们在檀树溪《李氏族谱》中意外读到一篇《诚庵公暨张孺人七秩

寿序》，文中居然有谢丕绩、李辉先他们当年编写县志的情况的记载。

再比如我们在董市光绪《阎氏族谱》中看到了《集诗经元旦祭祖文》《集诗

经清明扫墓文》《集诗经清明扫墓祭后土文》；在百里洲光绪《李氏族谱》中，看

到了《初献绕堂歌闵子诗三章斯年》《亚献绕堂歌下武诗三章》《三献绕堂歌信彼

南山诗后三章》。这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县志记载的祭祀三献礼。而当这几个方

面的史料联系起来时我们才明白《诗经》同古枝江人的生活联系得是多么紧密。

还有青龙山薛氏族谱中有浰字洲的绘图，百里洲张杨氏族谱中有张士诚的 

画像。

在这次整理过程中，我们曾深入到全市各镇，收集查阅三十多套家谱族谱，

并且得到不少有价值的史料，这些有价值的史料都收进了县志整理本中。县志与

家谱相互参照，相得益彰。

整理本近六十万字，除了原书，多出来的近四十万字绝大部分是增补的史料，

也就是说注释部分也是以增补史料为主，特别是有关人和事的注释。要说“注释”

和“增补史料”的差别，那就是“注释”中的史料以片段为主，以人物生平为主。

“增补史料”部分以独立完整篇章的作品为主，以长篇幅的资料为主。史料的取

舍主要依据获取这种史料的难易程度，凡较容易查的史料（比如二十四史）就少录，

只提供出处；凡一般读者很难找到的史料就多录入。凡县志记载较详的，其他一

般史料就不再收录；县志记载较少或没有记载的，其他有关史料就尽量多录入。

本次整理，涉及各种史书成百上千，要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找到与枝江有关

的史料，其难度不下于大海捞针。好在这些年古籍的电子化处理已取得了丰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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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解决了我们这些在基层工作的业余研究者查阅资料的部分困难，我们可以

借助电子版的《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古今图书集成》等书来检索。当然仅依

靠这是不够的，我还得借助我广泛的学生资源，我的一些在重点大学和大型图书

馆工作的学生为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解决了不少余下的问题，在此要对他们说

声谢谢。

四

一部带有学术性的县志整理本，似乎还不能停留在堆砌资料的层面。为此，

我们在给读者提供丰富资料的同时，还尽可能地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或提出自

己的一些学术观点，或介绍一些相关的学术成果等等。要么为读者的研究提供一

些资料，要么为相关研究打开思路。

（一）介绍一些当今的研究成果

《诗经》名篇《江有汜》的源出地，陆游在入蜀过枝江百里洲时，首提“《诗》

‘江有沱’、《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是也”。显然，陆游是第一个提出《诗》

“江有沱”是枝江百里洲民歌的人，但此后此说似乎并未引起广泛的认同。到了

同治年间编写县志时，县志的编修者数次重提此观点。这一做法，为今天的研究

者提供了思路。当今学者廖伯昂等人证明了陆游的这一说法。我们在注释县志所

提及的“江有汜”三字时又适当旁逸斜出，顺便介绍了当今学界对《关雎》的研究。

据当代《诗经》研究专家李云贵先生等人研究，《诗经·周南·关雎》也是出自沮

漳河流域（枝江是其中之一）的民歌，其主要依据为：一、从湖北枝江到河南南阳，

这条线的两边就是周南和召南；二、汉代以前的典籍，记载沮河时均作“雎河”；

三、上古无鼻音，“关关”二字的读音应为“ ”，而“呱呱”正是枝江一带

“苦哇子”的叫声；四、枝江一带“苦哇子”是雌雄和鸣的，当地捕鸟人常常利用

这一特点来诱捕这种鸟，这和‘关关’的词义吻合；五、周天子的太师尹吉甫是

湖北房县人，房县在沮河的上游，他回乡采诗，顺流而下到枝江一带，是在情理之 

中的。

再比如，我在注释“旌阳县”时，特地提到，近几年港台有学者提出，点石

成金的许逊就是因任旌阳县令而被人们称为许旌阳，而这个旌阳县即今湖北之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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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县。

将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写进整理注释中有可能直接将历史资料变成今天的旅

游资源，也能增强百姓的自豪感。

（二）提供一些研究的线索

枝江历史上有史记载的被封侯的人并不多，定西侯王纲是其中之一。县志对

王纲有三处记载，分别在“宦迹”“古籍·王大人河”“冢墓附”。读者可查阅相

关记载。关于王纲的身世，存在诸多谜团：读者知道，“侯”是仅次于“公”的爵

位。封侯之人，朝廷正史中应该有明确记载，但王纲不仅在《明史》《清史稿》等

正史中没有记载，在早期方志（比如康熙版县志）中也没有记载，有关王纲的记

载是从乾隆版县志开始的。这么大的家族（乾隆版县志记载他的七个弟弟“王胜，

昭勇将军；王英，骠骑将军；王正，龙虎将军；王志、王藩、王臣俱昭勇将军；王元，

都指挥使”），这么高级别的官员，按说其在明代中后期和清代应该出很多有名的

后人，但却没有。名人的后代不会轻易改变姓氏，保留父姓是一件很荣光的事，

但王纲有一个儿子居然改姓李。野猫垱的坟是空坟，没有尸骨，史家湾的坟也只

说“衣冠伟然”，未说尸骨等，显然都是衣冠冢。野猫垱的坟 1964年被挖了，所

幸的是当年参与挖坟的还有三人健在，我从他们口中得知（此次整理，我们还进

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坟里面只有几颗圆形珠状物，据他们分析有可能是官顶上

的珠子，另有一些开始朽烂的块状物。因此我大胆推测，王纲并非是县志所说的

“殁于阵”，极有可能是被朱元璋所杀。查《明实录》，恰恰有一名“王纲”的武将

被朱元璋所杀（见“增补史料·王纲被诛”），但《明实录》未提那个人是定西侯。

再看此人被杀的时间和傅友德被杀的时间，此人被杀早于傅友德被杀五年。这符

合灭树先斩根的逻辑。其实，在王氏后人中也有王纲是被杀的传说。如果这两个

王纲是同一人，那他的“侯”位肯定会被剥夺，正史不见记载就很正常了。我还

推测乾隆版县志的记载极有可能是来自王氏族谱，可惜的是王氏族谱在文革中被

焚，这些问题只能存疑。

（三）纠正一些以往的错误

《枝江寄彦修兄二首》县志说是刘因所作。但《全宋诗》《宋诗钞》《四库全书》

等都归在《屏山集》中，诗题为《寄蜀二首》，而《屏山集》的作者是宋代的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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翚。刘子翚，字彦冲，号屏山，宋代著名理学家，是朱熹的义父兼启蒙教师。其兄

刘子羽，字彦修，是当时的抗金名将。宋高宗建炎初，张浚宣抚川陕，辟为宣抚使

参议军事。张浚力保四川，得力于刘子羽之功居多。

联系诗歌标题、内容以及人物生平来看，此诗应该是宋人刘子翚的。第一，

其兄的确字彦修，与县志上的“寄彦修兄”相合；第二，其兄的确任职川陕，与《屏

山集》中的“寄蜀”二字相合；第三，刘子翚淡薄功名，这与本诗内容吻合。查《四

库全书》《四部丛刊》均未见“枝江寄彦修兄二首”这一诗题，《枝江寄彦修兄二首》

应该就是《寄蜀二首》，诗题估计是乾隆版县志编者所改。查康熙版《枝江县志》，

此诗的作者是“刘文靖”。乾隆版《枝江县志》的编者可能是只知道刘因谥“文

靖”，而不知道刘子翚去世后也被追谥为“文靖公”，加之排在这首诗后的是刘因

的《紫山怀古》，从而把前一首诗的作者也错成刘因了。刘因没有兄，只有一弟，

“其弟国宝，登兴定进士第，终奉直大夫、枢密院经历。”（元欧阳玄《刘因画像赞》）

乾隆版《枝江县志》的错误又导致后来的同治版《枝江县志》和光绪《荆州府志》

的错误。

枝江名人乾隆时进士宋楚望的字，目前所见有三种记载，同治版《枝江县志》

作“荆山”，嘉庆《直隶太仓州志》作“荆州”，乾隆版《当阳县志》作“荆川”。

前两种说法错误，后一种说法是对的。推测将“荆川”错作“荆山”“荆州”，可

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字形相近；二是“荆山”“荆州”是两个常用词，而“荆川”

之说则较少见。“荆山”在今湖北远安、房县一带，和“荆州”一样，离宋楚望的

家乡枝江问安都有一定距离。而“荆川”实际就是指流经宋楚望家乡的沮漳河。

当阳是宋楚望科举考试的入籍地，对其名号的记录当更为准确。还有就是上述书

籍只有《当阳县志》是乾隆时期编纂的，其余都离宋楚望所生活的时间要远，有

的还是抄录《当阳县志》的。当然上述分析都还只是推断。最直接的证据是他的

著作《海塘纪略》上的一枚“荆川”的印。此印非常清晰。在篆文中“山”“川”“州”

是有明显差别的。

县志刻写引用的错误也不少，比如记载范豺，说他“久阻枝江百里洲，修太

平无为之道”，“久阻”于情理讲不通，其他古籍均作“住”。查子庚的《叙》中“盲

左无俦”的“无俦”，系“无传”之误。无传，不给《春秋》作传。县志还把《史

记正义》的作者错成孔颖达。《史记正义》的作者应为唐代的张守节，而非孔颖

达。孔颖达有《五经正义》，没有《史记正义》。张守节在《〈史记·楚世家〉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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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引东汉颖容《春秋三传例》之说：“楚居丹阳，今枝江县故城是也。”县志所引

的典籍，我们整理时一般要去一一核实，并不轻易认可，这样可以保证记载的准确。

（四）破解一些以往的难题

湖北境内，明代以前见诸记载的书院并不很多，枝江的白水书院是其中之一。

同治版县志载，“元拔都抺温司建”。《湖广通志》载，“元巴图摩欢司建，后废”。《明

一统志》载，“拔都府抹温司”。乾隆版《枝江县志》则称，“拔都抹温，不知何官

何许人”。不仅名称不统一，而且到底是人名还是官府名也说法不一。注释时必

须加以考证。我们不仅在注释中清楚地说明白水书院实为元驸马都尉、承直郎、

民户总管伍先辅所建，而且将元代柳贯所写的《承直郎管领拔都儿民户总管伍公

墓碑铭并序》收进“增补史料”。很好地解决了一个学术上的历史遗留问题。

徐琦是枝江历史上的一个名人，同治版县志记载，“解元坊，在城。为洪武甲

子举人徐琦立。按，旧志作己酉解元，误。府志列甲子举人，是科为秦进榜，今正

之。坊名相沿已久，仍旧。”同治版县志的编者的意思是，徐琦既不是己酉科举人，

更不是解元。但同治版编者只指出了王、谢二志的说法错误，却没有弄清其中的

原因。我们在注释中引用乾隆版《石首县志》的记载对弄错的原因做了清楚说明：

“按府志，自洪武开科以来，俱以通志所序第一书作解元。不知当时全榜散失，通

志只依各志所有，按其次而序之，故第一多江夏人，其间以外县人为第一者不过

四五科。且通志亦未尝以所序第一竟作解元也。如洪武甲子三十三名枝江徐琦之

下注‘解元’二字，永乐十二年甲午六十四名孝感杨荣之下亦注‘解元’二字。

甚矣，考订之难也！”

道光十二年的枝江训导鲁桂元，县志说“履历无考”。我通过查阅同治版《宜

城县志》，不仅弄清了他的履历，而且明白了他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在枝江任职

期间口碑极好。“鲁桂元，字云衢，邑岁贡生（嘉庆十四年）。任枝江训导。少有

至性，父瑾代兄戍会昌，元甫弱冠，走千里省之。侍年余，父没，扶榇归，庐于郊。

邑人咸哀之，谓孝友萃于一门。嘉庆元年，白莲匪乱，邑中纷扰。元上《防剿八议》，

当事多采用之，邑以无恐。后因黉序颓弊，元董率整理，迄今规制美备，皆其经画

力也。又自邀同志捐建六善义塾以惠寒畯，及筹措书院膏火以育人材，均有益乡

党者。其任枝江也，一时有‘经师、人师’之称。惟自以禄不逮养，每怀退志，尝

曰：‘吾此来，非为薄禄计，为先人驰封望耳。’迄诰命至，遂投牒告归。家居多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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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鄢都采访记》三十卷，考核精密，无愧立言。”同治版《宜城县志》、光绪《襄

阳府志》均大量节录《鄢都采访记》。另有《所见天文折衷录》八卷、《宗谱》四卷。

我不仅在注释中说清了他的生平事迹，而且把他的《鄢都采访记序》等放到了“增

补史料”中。县志原书中，“履历无考”“出身无考”“任年无考”“乡贯无考”这

类文字比比皆是，我们这次整理弄清楚了不少，比如李浴日、杨士升、余能继等。

（五）提供一些新的见解

《送枝江刘明府》是唐代著名诗人张籍的一首诗，对其中的“应过碧涧早茶时”

的“早茶”，一般注家把它注为“茶名”。唐宋时代，松滋产“碧涧茶”，被列为贡茶。

北宋《太平寰宇记》就曾记载，“荆州产土茶，松滋出碧涧”。但细细推敲，我们

认为此说并不能成立。《送枝江刘明府》是一首律诗，中间两联必须对仗。此诗

中“玉泉”与“碧涧”两两相对，“玉泉”是寺院名，“碧涧”就不可能不是寺名。

枝江历史上的确有碧涧寺，只是基本不为人知罢了。宋代释赞宁《唐荆州碧涧寺

道俊传》：“释道俊，江陵人也，住枝江碧涧精舍，修东山无生法门，即信、忍二祖

号其所化之法也。勤洁苦行，迹不出寺，经四十余载。室迩人远，莫敢请谒者，唯

事杜默。如是声闻于天。天后、中宗二朝，崇重高行之僧，俊同恒景应诏入内供养。

至景龙中，求还故乡，帝赐御制诗，并奘、景同归枝江，卒于本寺焉。”碧涧古寺

在哪里，这也是学术界一直试图破解的问题。

同治版县志在《诏》这部分，录有《诏褒庾诜与刘之遴》，全文如下：“荆南

信多君子，虽美归田凤，清属桓阶，赏德标奇，未过此子”。但查《梁书》，并无“诏

褒庾诜与刘之遴”几字。同治版县志是沿用明代张溥编选的《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的标题。显然，张溥认为“赏德标奇”说的是庾诜。此说似乎能成立。庾诜幼年

聪警笃学，经史百家，无所不知，纬侯书射，祺算机巧，并一时之绝。他的知识广

博，研究颇见功力，名重当时，梁高祖萧衍多次征其做官参政，他不就。但《梁书》

中上下文是这样的：“子曼倩，字世华，亦早有令誉。世祖在荆州，辟为主簿，迁

中录事。每出，世祖常目送之，谓刘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虽美归田凤，清属

桓阶，赏德标奇，未过此子。’后转谘议参军。所著《丧服仪》《文字体例》《庄老

义疏》，注《算经》及《七曜历术》，并所制文章，凡九十五卷。”如此看来，梁元

帝诏褒的似乎更像是庾诜的大儿子庾曼倩，而不是庾诜本人。存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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